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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族研究

秦汉河东郡历史地理相关问题初探

薛晓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　要：秦汉河东郡处于京畿边缘地区，交通便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交通大发展相反的是，河东郡的文化在大部

分时间都处于“儒学不兴”的状态。本文主要从地域沿革、交通地理和文化地理三个方面对秦汉河东郡的历史地理进行一个

整体的梳理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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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河东郡处于京畿边缘地区，其政治经济地

位十分重要。然而，以往学界的研究多将秦汉河东

郡纳入“三河”地区或整个山西地区加以研究，又或

者仅就河东郡的某个方面进行探讨，而没有一个综

合性的全面的关于河东郡历史地理的文章。本文旨

在对秦汉河东郡的历史地理有一个相对全面整体的

认识，并主要探讨河东郡的历史沿革、交通问题和文

化风习。

一、秦汉河东郡建置和管辖范围

河东郡的建置可上溯至战国时的魏国。钱林书

先生认为魏国设置过河东郡，郡下辖有许多县。［１］２３

公元前３２８年，秦逐步取得魏国上郡。魏国此时在

河东地设郡以对抗强秦，因在黄河之东而得名。魏

国被秦击败之后河东郡又成为秦的领地，在昭襄王

二十一年，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

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２］２１２秦始皇即位时，

“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２］２３３可以看

出，秦始皇即位之前河东就已经设郡。而汉代的河

东郡又沿袭秦朝。

秦和两汉的河东郡都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而且

区域相对稳定，相当于今天运城、临汾两地。

（一）传统文献中关于秦汉河东郡置县情况介绍

秦代河东郡到底有多少辖县？对此众说纷纭。

《中国历史地理地图集》中，关于河东郡县点注了６

县（北屈、安邑、皮氏、蒲坂、左邑、平阳），却没有具体

考证。［３］《秦集史·郡县志》中利用文献考证了秦河

东郡置１１县（安邑、左邑、蒲坂、平阳、襄陵、垣县、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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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绛县、皮氏、汾阴、猗氏）。［４］二者考证县名相同的

有５个，其他的二者考证不同。

对于《秦集史》的考证，首师大后晓荣提出了质

疑，他认为马非百先生在考证时所引用的明清文献

在解释秦汉时期的历史地理问题时并不具有说服

力，而且缺乏考古学成果的支持。他在研究战国秦

汉时期文献的基础之上，参考前人成果，利用了秦金

文、陶文、玺印、封泥和简牍等各种考古学成果，以及

战国秦汉城市考古成果和西汉初年的简牍资料，重

新考证了秦河东郡置县后，认为秦河东郡置县可考

者有１９县，具体包括：安邑、蒲反、汾阴、砥柱、绛县、

左邑、平阳、彘县、杨县、临汾、皮氏、?泽、猗氏、垣

县、土军、蒲子、北屈、风县、新襄陵。［５］２６－３０

关于两汉时期河东郡县设置，据《汉书·地理

志》，西汉时河东郡辖二十四县。［６］１５５０河东郡在东汉

辖二十县。［７］３０－３７此外，《汉志》河东郡之彘县，顺帝

阳嘉二年更名为永安。［８］３３９７－３３９８

（二）关于西汉河东郡“二十四县”和“二十八县”

的问题

《汉书·尹翁归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河东二十

八县，分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６］２４０２这

里明确表示了当时的河东郡有二十八个县，这就表

明西汉时期河东郡的辖县情况应该发生过变动。

《地理志》中详细介绍了河东郡的二十四个县，那么

这个“二十四县”之说和“二十八县”之说分别是什么

时候呢？

钱大昕认为“二十四县”是元始年间的辖县情

况：“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

汾南。今云二十四，盖元始时县数如此。”［９］２２０周振

鹤先生认为：“《汉志》各郡国所属县目乃以元延绥和

之交为断。”［１０］２２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要确定河东“二十四县”的年代可以从河东侯国

的建置入手。这二十四个县中只有“骐”是侯国，其

他的二十三个县都是普通的县。而追溯这二十三个

县的沿革，发现其中有的县以前也曾经封为侯国，而

后来又废为普通的县，其中包括平阳县和绛县。汉

哀帝元寿二年以“千户”绍封平阳侯国，汉平帝元始

二年又绍封绛侯国，“千户”。骐侯国则在汉成帝元

延元年绍封，“五百五十户”。稍微对比就可以了解

平阳侯国和绛侯国是比骐侯国等级更高的侯国。然

后我们可以按照钱大昕的思路，如果“二十四县”是

元始年间的辖县情况，那么为什么《汉志》只把当时

所封户数更小的骐侯国记载下来，而不将比骐侯国

户数更多的平阳侯国和绛侯国也记载下来呢？这似

乎有点说不通。而我们又根据周振鹤所定的年代继

续推测，如果平阳侯国和绛侯国没有被记载下来的

话，那是因为它们已经降为县，而在汉成帝元延年

间，骐侯国于此时设立，平阳侯国和绛侯国也降为

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骐侯国被记载下来而

没有平阳侯国和绛侯国，《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

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汉成帝元延年间作为“二

十四县”的年代应该是基本准确的。

而“河东二十八县”出处为《汉书·尹翁归传》：

“会田延年为河东太守……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

部”。基本可以确定为是汉昭帝年间（公元前８６年

至公元前７４年）河东郡的辖县情况。张帆经过考证

得出，除《汉志》所记二十四县之外，还有周阳、高粱、

岸头和下摩侯国。［１１］５

（三）秦汉河东郡辖县情况总结

秦时期河东郡辖有１９县。西汉初期在河东郡

新建了一些侯国，加上恢复的战国秦时的普通县，到

了汉武帝元封四年，河东郡的县级行政区至少已有

二十八个。这至少二十八个县级行政区在当时也被

大规模省并和取消，到了汉昭帝年间河东郡演变为

二十八个县，这种辖县情况被《尹翁归传》记载下来。

到汉成帝元延年间演变为二十四县（侯国），被《汉

志》记载下来。到了东汉时期又撤消了四个县变成

了二十县。

二、秦汉河东郡的交通

河东郡的交通在战国时韩、魏已经经营，基础良

好。到了秦汉时期，不管首都在关中还是洛阳，河东

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交通建设也一直被

政府视为重中之重。

（一）陆路交通

秦汉时期河东郡主要的交通线有两条。一是经

河东过上党通往今河北的道路，二是经河东往北过

今太原的道路。

１．东西走向

对于政治中心偏西的秦和西汉来说，这条道路

在连接华北和关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秦朝

时，秦始皇出巡就曾经经过这条道路。秦始皇曾经

多次出巡，其第三次出巡，“二十九年，始皇东游。

……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

入。”［２］２４９－２５０马非百先生曾经考证过此路线，归途基

本上是沿着东西走向的这条道路返回长安的。在

《秦汉交通史稿》中，作者认为经河东过上党的这条

道路是邯郸广阳道的一部分。邯郸广阳道经河东、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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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或由河北北上至邯郸、广阳、右北平，通达

燕赵。［１２］２８

２．南北走向

第二条道路基本上呈南北走向，可以称之为河

东干线。这条河东干线基本上穿越山西全境，而山

西又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使得这

条干线不仅具有军事价值，也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两汉时期因为北方匈奴的压力，河东地区的交通依

然格外重要。对于汉朝来讲，第一，河东是北伐匈奴

的必经之路之一；第二，一旦河东地区的交通主动权

丢失，匈奴就可长驱直入，直逼京师。在东汉的时候

这种重要性尤为突出。东汉时，自太原沿汾水谷地

南下，或者由河东北上至太原以北，仍是此时河东郡

的主要交通线。东汉末，郭太齐平于西河白波谷，驰

骋于太原、河东之间。匈奴屡屡南下至河东、河内，

威逼京师，可见交通也是相当便利的。

（二）河东郡与晋陕、晋豫交通

河东郡因为西南两面都有黄河经过，与陕、豫之

间的互动必须经过黄河渡口。所以这些渡口在秦汉

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战争时期。

１．晋陕交通

（１）秦河东郡与晋陕交通

秦时的晋陕交通主要凭借两个水道。其一是自

汾水入于黄河，西渡今陕西韩城，东为汾阴，西为夏

阳。其二由蒲坂（今永济西）渡河至临晋（今陕西大

荔）。韩信攻打魏国之时，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

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罂缶度

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

为河东郡。”［２］２６１３夏阳和蒲坂便是两个主要的渡口，

韩信的军队用木罂渡河，看来是熟悉秦晋水道的。

（２）两汉河东郡与晋陕交通

两汉时期晋陕交通也是凭借河东郡的渡口。汾

阴县立有后土祠，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西汉的皇帝们

曾多次顶礼膜拜于汾阴后土祠。元鼎四年（前１１３

年）冬１０月，武帝“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

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藌上。”［６］１８３汉时皇帝多次祭祀

后土，均从夏阳东渡至汾阴。其次，蒲津亦是河东关

中两地的重要渡口。在今山西永济西。秦伯伐晋，

济河焚舟，即取道于此。蒲津以东岸蒲坂得名，西岸

即为临晋。

２．晋豫交通

（１）黄河渡口

两地之间的交通需要通过黄河渡口。大阳津，

在今河南三门峡与山西平陆间。邓禹“进围安邑，数

月未能下。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度大阳欲

攻禹。”［８］６０１

（２）温轵道

其二是温轵道。秦始皇第三次出巡时曾经沿着

这条道路。西汉时的温轵道仍然是联系河东郡河内

郡的重要交通枢纽，由温轵道北可至于上党，西可通

于河东。东汉时期洛阳是都城，使得河东郡的战略

地位更加重要。建武初年，邓禹也是沿着温轵道进

攻河东的，虽然遭遇了严密的防守，但邓禹奋力进

攻，终于攻破了箕关，进入河东。箕关在王屋山南

边，相当于现在的济源县西，属于温轵道的关隘。

（三）河东郡水运

河东郡西南两面都临黄河，河东郡的黄河航运

在秦汉是什么样的呢？

从《禹贡》一书中可以看出先秦时河东郡的河运

状况。《禹贡》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

《禹贡》规划出九州贡道，即各地向都城进贡的路线。

各条贡道都尽量遵由水路，没有适宜的水路时才经

行陆路：

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

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

青州———浮于汶，达于济。

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

扬州———浮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路，至于南河。

豫州———浮于洛，达于河。

梁州———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

渭，乱于河。

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

史念海先生曾考证过，《禹贡》大概是在梁惠王

时期撰成的［１３］。《禹贡》九州贡道皆归于河，至少可

以说明作者所熟悉的黄河航道当时是畅通的。

两汉时期河东郡黄河水运又有了新的发展，因

为当时河东郡是国家的重要粮仓，若要从河东郡往

关中运粮，则必须要依靠汾河和黄河的水道。河东

太守向皇上进言，认为沿着黄河从山东附近运粮至

关中多有不便，砥柱之险对运粮困扰甚多，所以他建

议引黄河和汾河之水灌溉河东的土地，便可以使该

地粮食增收，便可以缓解山东运粮的压力。［２］１４１０这

一计划因为黄河改道而废弃，但是政府并未放弃通

过皮氏黄汾水道对山西乃至河东郡粮食的控制。

无独有偶，宣帝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也认为

每年从关东地区运粮至关中，对人力物力是巨大的

损耗，不如“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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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而“漕

事果便”。［２］１１４１然而除三辅外，其他诸郡粟谷运往长

安，仍不能排除采取水运方式的可能，由于黄河漕运

直接关系着中央政府的工作效能，甚至对于西汉王

朝的生产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而尽管“更砥柱之

险，败亡甚多，而亦烦费”，汉王朝仍坚定不移地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确保漕运的畅通。

河东郡有汾水经过，汾水在秦汉时也是可以通

航的。《水经注·汾水》记载了汉明帝永平年间自都

虑至羊肠仓之间的水利工程，设计者规划在完工后，

“将凭汾水以漕太原”。这个可以证明汾水是可以用

来运粮通航的。汉武帝曾坐楼船至汾河附近的后土

祠进行祭祀，也证明汾河的水量相当可观。

三、河东郡文化风习初探

（一）史籍中关于秦汉河东郡文化的记载

在史籍中对于河东郡地域风习的介绍凤毛麟

角：《汉书·地理志》中“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

小人俭陋。”［６］１６４９《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其俗纤

俭习事。”［２］３２６３

“有先王遗教”大概是文明发展较早的中原地区

都是如此，而“纤俭习事”大概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有

关，这样简单地概括并不令人信服。此时的河东郡

其实是一种儒学不兴的状态，民众也多崇尚武力。

这和频繁的战争状态以及法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

开的。

（二）频繁的战争对文化风习的影响

战国时河东郡处于秦魏两国之间，经常处于战

争的状态。秦国曾夺得魏国都城安邑，强制迁出当

地居民，而把罪犯流放在这里。除此之外，在惠文君

八年（公元前３３０年），樗里子使将伐曲沃，尽出其

人，取其城地入秦。当时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

人民皆重法律好战斗。经常处于战争警备状态的河

东郡的人民多多少少会崇尚武力而淡忘文化的发

展，而且秦向河东地区的移民多是“罪人”或者经历

过商鞅变法崇尚武力的秦人，这也会影响河东郡文

化的发展。

秦汉时期尽管是大一统时期，然而分裂的危险

时时存在，河东郡则夹在对立的政治势力的中间，充

满着战争的危险。西汉时，北方的匈奴虽未曾南下

河东，但河东已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卫青使咸宣买

马河东，霍去病击匈奴过平阳，表明河东在汉匈战争

中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而且此时宗室诸侯势力强

大，这些诸侯多位于关东地区，使得关东和关中的关

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河东郡就位于关东和关中之

间，成为双方军事布防的重心。东汉时期，匈奴的势

力依然强大，经常可以在文献中看到匈奴南下河东

的记载。永初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

内”。

可以说，秦汉时期的河东郡经常是处于战争时

期的警备状态，来自东部或者北部的压力会影响民

众正常的生活状态，对于河东郡的文化发展势必会

造成干扰。

（三）秦文化对河东文化的影响

河东郡紧邻关中，从战国时期开始就深受秦文

化的熏陶，河东郡的文化是三晋文化和秦文化深度

结合的产物。甚至本属于山西的河东地区却不属于

晋语区，而是和关中地区同属中原官话区，秦晋文化

融合之深可见一斑。从考古发掘也可以窥见秦文化

的影响。茧型壶是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河东郡

西汉早期的墓葬中却也发现了这种器物，证明了秦

文化对河东郡的辐射持续到了汉代。［１４］６４－７２

秦文化中的尚法的思想对于河东郡有很深远的

影响。秦国人在战国时期有崇尚武力，民风彪悍的

传统。《淮南子》记载：“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

趋利，可威可刑……故商鞅之法生焉。”［１５］３３３商鞅变

法使得秦国一跃成为强国，民众也趋向于彪悍的民

风。《汉书·刑法志》里的秦国是这样的：“其生民也

狭隘，其使民也酷烈。”［６］１０８６酷烈的民风，可见一斑。

和秦国一河之隔的河东郡总在不自觉地吸收着秦文

化，其中也包括这种崇尚武力的风气。西汉时期河

东郡多出酷吏和法吏，《汉书·酷吏列传》中总共记

录１１人，河东郡就占了４人。在这种情况下，儒学

也表现出了不发达的境况。有学者统计过西汉各地

区所出书籍的数量，其中河东郡的数量为零。［１６］这

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尚法而且儒学不兴的氛围。

从秦国征战河东，向该地移民以来，秦文化就一

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河东郡的文化，再加上后来战

争的危急状态，造成了河东郡崇尚法家思想，儒学不

兴的文化氛围。

四、结语

总的来说，河东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秦汉时期

更是如此，就如毛汉光先生曾说：“以西汉而论，京师

设在长安，有京兆、冯翊、扶风，是谓三辅；河东、河

内、河南，是谓三河；又有弘农，皆司隶校尉所察。以

东汉而论，京师设在洛阳，河东更为重要，七郡亦属

司隶管辖。如果以全国疆域而言，中古时期的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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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洛阳地区与河东地区，似乎构成一个心脏地

带”。［１７］１０５

河东郡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利

用其交通，以便在战争或者对地方的控制中掌握主

动权，但又因为当时的内外部形势和北方匈奴对于

中央政府的压力，河东郡这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尤

为显现，使得河东郡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文化发展受

到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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